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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城的神圣场所“隐修院”为划分地标，西帕尔城女
性的婚姻生活是在父权制威权下被迫展开和推进的，可以分为居于“隐修院”内的“圣婚”

以及“隐修院”外的世俗婚姻。“圣婚”中的新娘“沙马什的那迪图”嫁给神灵，除了表层

的宗教因素之外，更多的动机是出于维护和扩大自己家族的经济利益，她们广泛参与土地

买卖、房屋租赁、出租奴隶等交易事务，还通过控制女性奴隶的婚姻进一步确保家族利益。

世俗社会中的女性阶层分布较广，其中，“马尔杜克的那迪图”的婚姻既有宗教献祭的因

素，还有世俗传统的融入与影响，其他自由身份的女性按部就班地完成签立婚约、订婚、呈

送聘礼、婚礼、入住夫家等程序，而女性奴隶的婚姻则完全是受其主人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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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２００６—１５９５年）①是古代两河流域（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旧译为“美索不达米
亚”）悠长历史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之一，在多个层面呈现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和水准，

以完备的政治管理模式、最早的成文法典、成熟的楔形文字体系以及有序而频仍的经济运作等诸多

要素勾勒出古巴比伦时期丰富多元、起伏跌宕的社会景貌。从物载文明的印迹和泥版文本的记载

中，可以获知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城市文明的萌生、推进及对相关法律文本实践的历史过程。西帕尔

城（Ｓｉｐｐａｒ）②是其时众多城市中较为著名的一个，该城在绵延几百年的发展中既表现出古巴比伦时
期的一些历史共性，也展示了自身所具有的诸多独特之处。其中，女性阶层的地位和身份即能较为

充分地显现出西帕尔城的特色与亮点，她们涉足于男性所从事的传统职业，出现了女祭司、女书吏、

女商人，在严苛森严的父权制社会中强势活跃于经济和文化等重要领域，深刻影响了西帕尔城在古

巴比伦时期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地位。西帕尔城女性身份的特殊也反映在她们的婚姻生活之中，以

西帕尔城的隐修院（Ｃｌｏｉｓｔｅｒ）为标志而区分出来的不同阶层的女性又面临着不尽相同的婚姻模式
和内容，也从侧面生动展现出西帕尔古城的历史状况与演进历程，同时也是认识和了解古代早期社

会女性日常生活及其社会地位不可多得的珍贵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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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埃什嫩那法典》的汉译与研究”（１４ＸＳＳ００２）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５６批面上二等
资助项目“古代两河流域收养问题研究”（２０１４Ｍ５６１４５１）阶段性成果。

古巴比伦王朝在历史断代上不完全等同于古巴比伦时期。古代两河流域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称亚述，南部

称巴比伦尼亚。以圣城尼普尔（今努法尔）为中心，又将巴比伦尼亚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称阿卡德，南部称苏美尔。古代两河流域知名

王朝包括苏美尔早王朝、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朝、加喜特王朝、亚述王朝以及新巴比伦王朝等，古巴比伦王朝（公元前

１８９４—１５９５年，或称巴比伦第一王朝）是其中最为著名的王朝之一，巴比伦城也由此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成为千年不朽名城。而古
巴比伦时期则是以古巴比伦王朝为基点而确立的历史时段，始于公元前２００６年乌尔第三王朝的覆亡，终于公元前１５９５年赫梯人攻陷巴
比伦城，其中除了占据主体地位的古巴比伦王朝，还包括早先建立的伊辛（Ｉｓｉｎ）王朝、拉尔萨王朝等。因此，古巴比伦王朝和古巴比伦时
期二者在时间起始点上相差１１２年，而终止点相同。

文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参考自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先生编制的“亚述学专有名词的中文音节对译标准化建议表”。



一、太阳神沙马什的“永恒之城”———西帕尔

西帕尔城位于巴比伦城①以北６０公里、巴格达西南３２公里处，横跨幼发拉底河，有浮桥沟连两
岸区域，②该城是巴比伦尼亚北部边陲重镇，也是两河流域北方民族顺幼发拉底河而下遇到的第一

个巴比伦尼亚城市。西帕尔城由于河流地理环境与贸易集散交易而成为神圣与世俗的结合地，是

太阳神沙马什的祭拜中心。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的主要城市包括南部的乌尔（Ｕｒ）、③乌鲁克
（Ｕｒｕｋ）、④拉尔萨（Ｌａｒｓａ）、⑤以及北部的基什（Ｋｉｓｈ）、⑥迪勒巴特（Ｄｉｌｂａｔ）、⑦埃什嫩那（Ｅｓｈｎｕｎｎａ）、⑧

西帕尔等，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汇集及扩散的中心区域，城市既是社会演进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产物和结果，同时又深刻影响着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模式。古巴比伦时期国王对西帕尔城

尤其重视，早在古巴比伦王朝第二位国王苏穆拉埃勒第２９年（公元前１８５２年），该年的年名即为
“国王苏穆拉埃勒兴建西帕尔城墙之年”，苏穆拉埃勒又将自己的女儿作为那迪图送进西帕尔城的

隐修院，奉献给西帕尔城的主神沙马什及女神阿亚。⑨ 国王的女儿与西帕尔城主神的关系实质上

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互赐互庇，自此揭开古巴比伦王朝对西帕尔城统治的序幕，也同时给西帕尔城

带来了复兴和繁荣。

到古巴比伦王朝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１７９２—１７５０年在位）统治时期，西帕尔城以其
在宗教上的地位上升为统治中心巴比伦城的附属城市，其影响力进一步得以凸显，“（国王）在修复

了拉尔萨、埃瑞都、拉旮什等地的神庙，并对北部重镇基什等地同样予以重视之外，其统治重心最终

还是以都城巴比伦及其邻近的波尔悉帕和西帕尔为主，这两座城市与巴比伦城保持着特别密切的

联系”。瑏瑠 由于是北方民族南下首当其冲的目标，西帕尔城在长达四百余年的古巴比伦时期屡遭侵

略和破坏，在饱受北来之敌入侵之苦的同时也凸显出中枢国王对其的重视与厚望，例如，汉谟拉比

第２３和２５年的年名分别提到了铺设西帕尔的城墙地基和重修被毁坏的西帕尔“大城墙”，第４３年
的年名将西帕尔城称为“沙马什的永恒之城”，并且要“用大土块来修建城墙”，叁苏伊鲁那瑏瑡第１６
年的年名也记录了修建西帕尔城墙之事。

西帕尔城政治和宗教地位的重要性也得益于其自身经济因素的影响，幼发拉底河为西帕尔城

商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与快捷，“该河为西帕尔城开拓了北至叙利亚和土耳其，南达

巴比伦尼亚南部和波斯湾的贸易路线，西帕尔城的作坊也根据所提供给外国客户的独特物品而分

工明确，该城的工匠在公元前１８世纪时可能影响了整个叙利亚优质雕刻工艺的发展”。瑏瑢 商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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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巴比伦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巴格达南８８公里处。
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ＨｅｎｒｙＳａｙｃｅ，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ｓａｎｄ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ＬｉｆｅａｎｄＣｕｓｔｏ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ＪｏｈｎＣ．Ｎｉｍｍｏ，２００８，ｐ．９２．
乌尔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纳西里耶西南１６公里处。
乌鲁克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今伊拉克南部城镇萨马沃东部３０公里处。
拉尔萨位于乌鲁克东南２５公里处。
基什位于巴比伦城东部１２公里处。
迪勒巴特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巴比伦城东南３０公里处。
埃什嫩那位于伊拉克中部迪亚拉河谷，巴格达东北３０公里处。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Ｌｅｉｄｅｎ：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ｕｔＴ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１９７５，ｐ．５．
ＭｏｒｒｉｓＪａｓｔｒｏｗ，Ｊｒ．，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ａｎｄＡｓｓｙｒｉａ：Ｉｔ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ａｗ，Ａｒｔ，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ｎ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１４７．
叁苏伊鲁那（公元前１７４９—１７１２年）是汉谟拉比之子，古巴比伦王朝第七位国王，其后四位国王分别为：阿比埃舒赫（公元前

１７１１—１６８４年）、阿米迪塔那（公元前１６８３—１６４７年）、阿米察杜卡（公元前１６４６—１６２６年）、叁苏迪塔那（公元前１６２５—１５９５年）。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Ｃｏｌｌｏｎ，“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ｓｅａｌｓ”，ｉｎＧｗｅｎｄｏｌｙｎＬｅｉｃｋ（ｅｄ．），Ｔｈｅ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Ｗｏｒｌｄ，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７，

ｐ．１０６．



济活动刺激出社会前进的动力与潜能，也推动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新的尝试与形态，从大量的楔形

泥版文献中释读出的内容折射出西帕尔城曾经拥有的活力与繁荣。

仅在古巴比伦时期的泥版文献中提到的西帕尔城的人名就多达１８０００多个，①涉及经济交易、
神庙运作、王室管理及宗教信仰等领域和事务，覆盖了该城不同身份的民众与阶层，而其中对女性

的记载和重视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中少有的。西帕尔城的女性从事的职业包括酿酒、编织、开设小

酒馆等，尤其在神庙体系中更是经常看到她们的身影，除了在神庙中履行祭司的神圣职责外，她们

甚至还成为了需要多年艰苦专业训练才可胜任的书吏，而最初主管书吏及其技能的神灵则是被称

为“安努的首席书吏”或“大地书吏”的女性神灵尼萨巴。② 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城男性书吏与女性

书吏的数量分别是１８５位和１２位，其中公元前１７５０年前后声名显赫的女书吏阿马特马穆凭书写
楔形文字的技能被后人誉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性之一。③ 在西帕尔城女性所从事的经济、宗教、

文化等范围广泛的诸多事务中，婚姻问题是反映和认识她们历史地位和影响不可忽视和替代的重

要历史因素。

二、西帕尔城隐修院内的“圣婚”及其经济动机

西帕尔城在古巴比伦时期迎来了政治上的有序和经济上的繁荣，神庙经济、国家经济及私人经

济相互依存，并行共立，单个经济体量的规模根据社会综合状况的变化而有所差异，其中，归入神庙

体系中的隐修院是西帕尔城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实体，也是区分社会群体身份的一个标志性宗教场

所和神圣区域。西帕尔城的太阳神沙马什神庙（即“白庙”）是整个两河流域最为著名的神庙之一，

“（沙马什）形象庄重，造型不一，或者端坐在王位之上，或者跨过一座山峰，或者穿过大门来象征闪

光的大球升腾而起，或者驾船扬帆穿过天际。常常还要在沙马什的肩上描绘上四射的光线。……

甚至他的影响还扩及北部的亚述，在所有的大型聚居地都为沙马什建造了神庙或者神龛。”④就沙

马什神庙而言，居于其内的人员配备齐全，阶层分布严整，包括管理者、官员、祭司、书吏、依附民以

及奴隶等多个社会角色鲜明的群体。在庞大的神庙体系中包含了一个被称为“隐修院”（阿卡德语

为“ｇａｇ”，“旮古”）的建筑群落，隐修院是“古代两河流域第一次产生了一个将财富集中于神庙和
宫廷之外的地方”，⑤ 它的出现和设立是依借宗教之名来实现的，在本质上则是更多地完成经济上

财富的积聚与集中，即继续将个人原有的财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隐修院四周高墙林立，完全与世俗外界相隔离，里面的主要建筑是管理大楼以及各种角色人员

的住所，并且还辟有谷仓以及面积不大的芝麻地。尽管隐修院处于沙马什神庙的掌控之下，神庙的

神职人员也管理着隐修院的一些事务，但是隐修院仍然拥有很大程度上的自我管理权和财产处置

权。隐修院内人员结构完整，包括管理者、那迪图、管家、织工、奴隶、书吏等，负责处理院内的日常

事务或者其他应急事务，其中最为关键和特殊的阶层是那迪图（ｎａｄīｔｕ）。⑥ 那迪图是古巴比伦时期
在西帕尔、尼普尔以及基什等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特有的一种女性身份，她们大多是来自富有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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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⑤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Ｌｅｉｄｅｎ：Ｎｅｄｅｒｌａｎ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ｕｔＴ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１９７５，ｐ．３３３，３０７．

ＳａｍｕｅｌＡ．Ｍｅｉｅｒ，“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３，１９９１．
霍文勇：《从那布到那迪图：古巴比伦时期的女书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５日。
ＭｏｒｒｉｓＪａｓｔｒｏｗ，Ｊｒ．，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ａｎｄＡｓｓｙｒｉａ：Ｉｔ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ａｗ，Ａｒｔ，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ｒｎ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２０２．
“那迪图”（ｎａｄīｔｕ）一词的含义为“休耕之地”，意指女子是处女或者未婚，以献身于神灵而保障城市的兴盛和家族的利益。详

见ＪｏｈｎＡ．Ｂｒｉｎｋｍａｎ，ＭｉｇｕｅｌＣｉｖｉｌ，ＩｇｎａｃｅＪ．Ｇｅｌｂ，Ａ．Ｌｅｏ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ａｎｄＥｒｉｃａＲｅｉｎｅｒ，Ｔｈｅ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１１，Ｎ，ｐａｒｔＩ，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１９８０，ｐ．６３．



年轻女子，或者是王室的公主，①古巴比伦王朝的国王苏穆拉埃勒和辛穆巴里忒曾先后将自己的女

儿送至西帕尔神庙。根据崇拜的神灵不同，那迪图女性又分为“沙马什的那迪图”和“马尔杜克②的

那迪图”两种身份，前者住在隐修院内，而后者则生活在世俗社会之中，不需要进入隐修院来履行

自己的使命和社会义务。

隐修院是区分西帕尔城女性身份的标志性场所，以是否担任宗教角色可以将古巴比伦时期西

帕尔城的女性分为两类：隐修院内的女性以及隐修院外的女性。前者即指“沙马什的那迪图”这一

特殊的女性阶层，而后者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马尔杜克的那迪图”、库勒马西图（ｋｕｌｍａīｔｕ）、
喀迪什图（ｑａｄｉｔｕ）以及世俗社会中的普通女性群体。西帕尔城隐修院的声誉很好，以至于其他城
市的女子也会进入到西帕尔城的隐修院。

“沙马什的那迪图”住在西帕尔城的隐修院之中，其数量通常在２００人左右，难以清晰获知她
们在其中应尽的义务，但是她们进入隐修院的表层因素是为了完成以西帕尔城主神沙马什为核心

而设立的神圣婚姻，在这场“圣婚”里面，这些那迪图充当了沙马什神的儿媳。年轻的“沙马什的那

迪图”在应该出嫁的年龄被自己的父亲送进隐修院，名义上嫁入了沙马什和阿亚组成的家庭。这

场与神灵相关联而缺少了契约规束的“圣婚”也夹杂着强烈的世俗色彩，即“新娘”的家庭同样要提

供嫁妆送给出嫁的女儿，并且嫁妆的数量和价值要比高于世俗婚礼中嫁妆的平均值。嫁入隐修院

后，“沙马什的那迪图”不可返回融入世俗社会，必须终生呆在隐修院中，直至年老逝去。由于从宗

教层面上讲“沙马什的那迪图”已经嫁入神灵沙马什和阿亚的家庭，她们不可以再从世俗社会中选

择男子来作为自己的配偶，因此，她们身份特殊的一个重要外在表象则是独身终其一生。这种模式

的形成与沿承可能是源于主神沙马什和女神阿亚的关系，这两位神灵之间没有正式缔结为夫妻，阿

亚是沙马什的未婚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沙马什的那迪图”也不得有名义上的婚约和婚

礼，也要像阿亚一样一个人生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

“沙马什的那迪图”的特殊之处不仅表现在婚姻方面，更体现在她们以婚姻为名而行经济资本

操作之实。从她们从事的事务来看，“（她们）不是女祭司，无法自己来完成任何特定的仪式或者典

礼，也无法观评任何特定的宗教事件。然而，她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成员来参与一些宗教事

务，在神像面前为他们祈祷。”③她们在隐修院内每天向沙马什和阿亚祈祷并献祭两次，“富有甚至

是王室家族将他们的女儿送进这个僻静之地，她们在信中④提及自己在那里为了亲人而祈祷献

祭。”⑤但是，除此之外她们还拥有一项在古代社会罕见的机遇或者挑战———她们能够独立操控经

济资本。归于“沙马什的那迪图”名下的经济资本即是她们进入隐修院时带来的嫁妆，包括银子、

首饰、谷物、土地以及奴隶等，由于她们大多来自于社会中有权势和富有的家族，她们所携带的嫁妆

也较为丰厚，明显多于世俗婚姻中新郎提供的聘礼的价值。这些家族为了阻止自家财富的流失，

“把自己的女儿送进隐修院就成了一种颇为体面的选择，女子带着自己的嫁妆进入隐修院，然后倾

其一生来经营这些财富，并将其增值”。⑥ 她们去世后，这些嫁妆要完全返回到她们的家族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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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ｅｎＲｈｅａＮｅｍｅｔＮｅｊａｔ，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Ｐｅａｂｏｄｙ：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１５１．
古巴比伦王朝时期巴比伦城的主神。

ＳａｒａＬａｈｔｉｎｅｎ，“Ｔｈｅｎａｄīｔｕｍａ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ｗｏｍａ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ｄīｔｕｍｉ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Ｓｉｐｐａｒ”，ＡｓｓｙｒｉｏｌｏｇｙＣＤｐａｐ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ＯｌｏｆＰｅｄｅｒｓé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Ｕｐｐｓａｌａ，２００８，ｐ．１７．

其中一封那迪图写给家里人的信：“在献早祭和晚祭的时候，我经常为您的健康在我的主和我的女主宰面前祷告。我已经听说

了您的病情，我很担心。愿我的主和我的女主宰成功地保护在您的左右。每一天在灯光下我都会在西帕尔女王的面前为您祷告”。详

见ＫａｒｅｎＲｈｅａＮｅｍｅｔＮｅｊａｔ，ＤａｉｌｙＬｉｆ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Ｐｅａｂｏｄｙ：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２，ｐ．１５２．
ＭａｒｔｅｎＳｔｏｌ，“Ｗｏｍｅｎｉｎ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１９９５．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ｐ．３０７．



能是源于保存和获取经济财富收益因素的刺激，使古巴比伦时期“沙马什的那迪图”的数量激增。

借以“圣婚”之名进入隐修院以后，“沙马什的那迪图”“积极参与经济事务，例如出借银子和谷

物、租赁、购置以及售卖不动产等”，①她们切入社会经济的范围较广，其经济活动以土地售租为中

心，进而成为土地主、房主以及贷出大麦、银子等的债权人。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与“沙马什的

那迪图”有关的不动产通常邻近其父亲或者兄弟的房屋、土地，②商业交易活动的开展仍然是以自

己家族的经济利益为核心，是父权制度出于保护和强化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资本转移和经济扩

充。③ 除直接参与家族的经济运作之外，“沙马什的那迪图”还间接利用出嫁女奴的方式来进一步

防止和避免家族资本的外溢。接受了“圣婚”的“沙马什的那迪图”不能生育后代，她们通常收养子

女来确保自己去世后可尊礼安葬，或者在年老体衰时得到细致的照顾。她们也以女奴母亲的名义

嫁出自己的女奴，收取“女婿”的聘礼，而这些女婿则是“沙马什的那迪图”自己的兄弟或者非奴隶

出身的养子，④通过这种家族内部的联姻，“沙马什的那迪图”的女婿成了她们法定的财产继承人，

从而确保自己的财产以后转移入原来的家族。生活于隐修院之内的“沙马什的那迪图”本身就是

神圣与世俗的结合体和衔接者，她们牵涉其中的“圣婚”是牺牲个人来维护整个家族的既得利益，

这既是权势家族的无奈之举，也从侧面反映出与神职人员势力均衡的世俗上层群体的强势与藐视

挑战神灵的冒险意识，“沙马什的那迪图”其后作为“新娘母亲”再次操作“利益”婚姻只是沿承了

家族惯用的方式继续规避风险扩充经济收益。

三、西帕尔城其他女性的世俗婚姻状况

西帕尔城的“圣婚”在体现出与神圣场所及神灵相关联的共性的同时，也因为“沙马什的那迪

图”深度切入经济领域而显得别具特色，但是，在古巴比伦时期的西帕尔城，“沙马什的那迪图”并

不是女性的主流群体，更多的女性仍终生生活在世俗社会中，并完全受制于世俗社会各种规约的束

缚与制约，她们的婚姻与“圣婚”中的“沙马什的那迪图”的婚姻在各个环节都截然不同。古巴比伦

时期，西帕尔城隐修院外的女性包括了多种身份———“马尔杜克的那迪图”、库勒马西图

（ｋｕｌｍａīｔｕ）、喀迪什图（ｑａｄｉｔｕ）、世俗社会中自由身份的女性以及丧失了自由的女性（即女奴）等。
文献对库勒马西图和喀迪什图的具体状况记载不详，她们与神灵有着特殊的关系，例如，喀迪什图

与暴风雨神阿达德关系密切，但这两种身份女性的婚姻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圣婚”，因为她们都

不需要进入隐修院，并且可以与隐修院外的世俗男士通婚，区别在于库勒马西图不能生育后代，而

喀迪什图则可以生育后代。⑤

“在汉穆拉比时期，马尔杜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在巴比伦城本身之外变得更为重要了，正如在

法典的序言中所提及的那样。”⑥随着巴比伦城主神马尔杜克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在西帕尔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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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ａＳｅｒｉ，“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ＦｅｍａｌｅＳｌａｖ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ＬａｕｒａＣｕｌｂｅｒｔｓｏｎ（ｅｄ．），Ｓｌａｖｅｓ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ｓ·Ｎｕｍｂｅｒ７，２０１１，ｐ．５１．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ｐ．３１０．
Ｍｅｉｅｒ认为那迪图对经济的介入削弱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经济控制逐渐聚集到以那迪图的圣会

为中心的周围，结果通过促进这些女性经济自主能力的强化导致了对父权社会的颠覆和破坏。”详见 ＳａｍｕｅｌＡ．Ｍｅｉｅｒ，“Ｗｏｍｅ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Ｎｅａｒ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１１１，ｎｏ．３，１９９１．通过分析那迪图的经济活动、范围
和最终目的，Ｍｅｉｅｒ的观点有待商榷。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ｐ．３４４．
ＲｉｖｋａｈＨａｒｒｉ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ｉｐｐａｒ：Ａ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Ｃｉｔｙ（１８９４－１５９５ＢＣ），ｐ．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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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



出现了献身于马尔杜克的女性。西帕尔城的那迪图女性除了“沙马什的那迪图”，还有“马尔杜克

的那迪图”。“马尔杜克的那迪图”的数量和社会影响度均低于“沙马什的那迪图”，如果姐妹二人

都是那迪图，那么年长的姐姐则会成为“沙马什的那迪图”，而年幼的妹妹则是“马尔杜克的那迪

图”。①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沙马什的那迪图”嫁入隐修院后不可再与世俗男子通婚，终生居住在

隐修院中，而“马尔杜克的那迪图”则不需要住在隐修院，并且可以与世俗男子通婚，但是不可生育

后代。对“马尔杜克的那迪图”婚姻模式的规约可能是因为马尔杜克有妻子，主神与女神的关系使

“马尔杜克的那迪图”与“沙马什的那迪图”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不尽相同。但是为了确保她们老

有所养，她们可以收养子女来照顾自己。

“马尔杜克的那迪图”通常来自富有的家庭，出嫁时会带着大量的嫁妆，一般包括奴隶、珠宝、

衣物、牛羊、家具以及银子等，她们嫁入丈夫家后，要恒久而细心地照顾公公和婆婆，尽到自己的责

任。她们虽然可以结婚而不能生育后代，她们与其丈夫可以通过收养或者让自己的妹妹（即，舒吉

图）、较低阶层的自由女子、女奴来生育孩子。这种状况与《汉谟拉比法典》②第１４４—１４６条的内容
相一致。舒吉图是与“马尔杜克的那迪图”并存的一个特殊身份，她们一般是“马尔杜克的那迪图”

的妹妹，或者是被收养的养妹，她们跟随“马尔杜克的那迪图”一起出嫁，成为自己姐夫的妾，双方

也存在着婚姻关系，她们不仅要在生活方面照顾好自己的姐姐，还要与姐夫生育孩子，而孩子却要

被认定为是姐姐“马尔杜克的那迪图”的。

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城世俗社会中其他自由身份女子的婚姻生活与古代社会婚姻一般模式相

切近，一夫一妻制是当时主要的婚姻形态，在遵循社会传统习俗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作为配偶的男

女双方在法律意义上的结合，“有效婚姻的要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双方可以合法订立婚约；
（２）相互赞成或者同意；（３）依照法律规定订立了有效婚约”。③ 接下来则是用经济手段来确保婚
姻的持续推进，即完成聘礼以及嫁妆的准备及移交，然后是举行仪礼、新娘入住新郎家中。

古代两河流域社会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体系，父亲或者丈夫在家庭事务中居于绝对的权威地

位，女子不能自主选择自己的配偶，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或者兄弟主导确定她们未来的丈夫，并与新

郎的家庭订立婚姻契约。绝大多数的女子在１２岁时要嫁给比自己大得多的男子，婚姻的结合更多
的是考虑经济和社会身份等因素，而不是相互间关系的亲疏。④ 在两份婚姻契约中提到的聘礼分

别是４“锱”⑤和１０“锱”，⑥因为文献数量所限，难以衡定聘礼数量在当时社会中的价值，但是通常而
言，聘礼与嫁妆的价值是基本相等的，所不同的则是外在表象的差异，前者以金钱的方式由男方送

给女方，而后者则是以物品的形式由女方家庭带到男方家里。富有家庭的嫁妆包括衣物、家用器

具、银戒指、丝织品和珠宝、奴隶甚至田地等，⑦以家用物品为主。经过几天或短或长的婚礼庆典之

后，新娘正式入住丈夫家里。

生育后代是婚姻得以发生及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古巴比伦时期，如果因为妻子有病而无法

生育后代，丈夫可以打破一夫一妻制的惯例约束，迎娶第二任妻子。《汉谟拉比法典》第１４８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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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妻子有病在身而无能为力之时，可以允许丈夫迎娶第二任妻子，然而，他不能与他的第一任妻

子离婚，他有义务照料她直至她去世为止。丈夫也可以纳女奴为妾，但是妾并不能因为生育了孩子

而轻易去除奴隶的身份。在西帕尔城文献中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契约规定，结合“马尔杜克的那迪

图”与其妹妹舒吉图的关系，可以推测西帕尔城世俗女子的婚姻也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安排。

丈夫在家庭中的威权不仅体现在男女双方的结合上，即使在离婚中也充分显现出两者的不平

等之处，但是两者都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由于离婚是一件有损社会声誉的事情，夫妻双方只有

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离婚。在两份结婚契约中明文规定，她的丈夫对他的妻子说：“你不

是我的妻子”，那么丈夫必须分别要支付给妻子６０“锱”和３０“锱”银子作为离婚的补偿。有时，主
动提出离婚的丈夫除了被罚银子外，还必须放弃自己的房屋等不动产。而妻子提出离婚，她们丢失

的则不是财产，而是要被扔入河中淹死。在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城唯一一份离婚契约中，记载了一

位男子与其妻子离婚后，要剪下妻子衣服的褶边，象征着双方关系的终止，然后她收到了离婚的赔

付钱款，如果此后又有一位男子娶了她，她的前夫不得控告她。①

在数量繁多的记载自由而有身份女子的文献中，有时也会从侧面反映出女性奴隶的一些状况。

在古代两河流域“家庭生活方面，仍然不清楚奴隶到底拥有多少权利”，②现存的古巴比伦时期西帕

尔城文献中一共提到了１８０００位各种角色的人，其中奴隶大约有３００位，而女性奴隶的数量达到了
２００位左右。③ 牵涉到奴隶的文献，大多是作为交易或者操作的对象而被买卖或者支配，所以，单从
文献记载是无法较为准确地判断居民总人数中奴隶所占的比重。《汉谟拉比法典》第１７５和１７６条
是关于宫廷或者半自由民的男性奴隶迎娶自由民女儿的条款，尽管这些有幸结婚的男性奴隶无法

由此获得自由，但是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有机会去开始一种稳定的生活。西帕尔城记载“沙马什

的那迪图”的文献中提及她们的女性奴隶的一些状况，其中也包括了女性奴隶婚姻的内容。在这

类婚姻之中，对于这些女性奴隶而言，她们的主人“沙马什的那迪图”就是她们的“母亲”，“沙马什

的那迪图”从新郎那里取得结婚的聘礼，聘礼的价值与自身所生女儿的聘礼相当，大约为５“锱”银
子。新郎通常都是“沙马什的那迪图”的兄弟或者“沙马什的那迪图”的非奴隶出身的养子，“沙马

什的那迪图”在有生之年要受到他们的共同照顾。这些女性奴隶在出嫁之后，是男子唯一的妻子，

而不是男子的妾，享有与自由之身的妻子同样的权益，也承担相同的义务。如果丈夫提出和她离

婚，那么将对丈夫处以６０“锱”银子的处罚，这个数额与一位自由身的妻子一样；如果她拒绝承认丈
夫婚姻上的权利，她会被处死，也如同自由之身的妻子一样。

四、结 论

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城的泥版大多是书信以及关于法律或者经济交易的文献，来自于宗教或

者文学等内容的文献数量很少，全面认识女性婚姻中涉及的宗教义务等因素有一定的难度，并且也

难以一一呈现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女性在婚姻中的感受、婚姻关系破裂的深层因素等问

题缺少翔实的文献记载。

在古代社会父权制威权的制约下，西帕尔城的女性无论是进入代表神圣与威仪的“隐修院”，

与神灵展开笼罩着神秘色彩不食人间烟火的婚姻，还是接受世俗婚姻的命运，开始平淡无奇的生

活，她们都无条件地承受着来自于父亲或者兄弟们的安排，难以表达自己选择的意愿。即使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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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庭里面，姊妹会因为父亲的决定而面对不同的婚姻，尤其是在西帕尔城“隐修院”内发生的婚

姻更是将不同年龄的姊妹区别对待，命运迥异。在父权制的全面威压下，尽管会对主动提出离婚的

丈夫施以经济上的惩罚，但这也是为了规避离婚成本、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应急措施，并非是出于

保护和照顾女性利益的目的。从释读的文献中完全复原三千多年前西帕尔城女性的婚姻生活存在

一定的难度，难以准确获知女性在其中经历的辛酸与幸福，家族经济利益的维持与扩充以及声誉荣

衰兴落的压力，已经剥夺了女性通过婚姻追求自身幸福的机会与权利。在古代两河流域浩如烟海

的泥版文献中，曾有一则咒语提到了三种爱情：男人对女人的爱情、女人对男人的爱情以及男人对

男人的爱情，①囿于文献资料的制约，还没有从西帕尔城刻板的利益婚姻中觅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

姻，西帕尔城下尘封数千年的泥版不仅记载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奈和挣扎，也一定见证过她们曾经

有过的幸福与温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Ｏｌｄ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ｃｌｏｉｓｔｅｒｉｎＳｉｐｐａｒｉ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ｈｏｌｙｐｌａｃｅ
ｔｈａｔａｌｓｏｓｅｒｖｅｓａｓａ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ｉｎＳｉｐｐａ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ｐｏｗｅｒｃａｎ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ｏ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ｕｌａ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ｃｌｏｉｓ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ｔｈｅｎａｄīｔｕｏｆＳｈａｍａｓｈｉｓ
ｔｈｅｂｒ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ｏｍｉｓｔｈｅｇｏｄ．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ｄｅ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ｔｈｅｉｒ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ｗｈｉｌｅ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ｕｔｙ．
ＴｈｅｎａｄīｔｕｏｆＳｈａｍａｓｈｗｉｄｅｌ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ｉｎｌａｎｄｓａｌｅ，ｈｏｕｓｉｎｇ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ｓｌａｖｅｒｅｎｔ；ｔｈｅｙ
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ｉｒｆａｍｉｌｙ’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ｂ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ｆｅｍａｌｅｓｌａｖ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ｆｅｍａ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ｔｈｅｎａｄīｔｕｏｆＭａｒｄｕｋｍａｒ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ａｌｅｕｎｄｅｒｂｏｔｈ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ｔｈｅｒｆｒｅ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ａｒｅ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ｅｎｄｉｎｇｂｅｔｒｏｔｈａｌｇｉｆｔｓ，ｈｏｌｄｉｎｇｗｅｄｄｉｎｇ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ｓｈｏｕｓ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ｌａｖｅｓ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ｅｒ．

（霍文勇，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７１０１１９）

〔责任编辑：黄凌翅〕

０９

　《世界民族》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Ｅｓｋｒｉｄｇｅ，Ｊｒ．，“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ａｍｅＳｅｘ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９，ｎｏ．７，１９９３，ｐ．１４３９．


